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双重影响
                  ——基于直接和间接效应的经验证据

袁胜超，戴贵宝，黄帅金，杨建安
(重庆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重庆 400067)
摘要：基于产业集聚和产学研协同创新理论测度中国31个省份（不含港澳台地区）2005—2015年产学研协同创新水平，并实证检验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直接和间接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当前中国产学研协同创新总体水平较低，地区之间差异显著；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产学研协同创新存在倒U型直接效应，随着集聚程度的不断提升，影响效应由“协同”转变为“挤占”；产业集聚的外部性会改变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进而对产学研协同创新产生间接影响；产业集聚通过技术市场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间接影响并不显著；无论是否存在产业集聚，人力资本存量、增加信息基础设施水平等的提升均对产学研协同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得出应通过发挥产学研系统的联动作用、适度控制产业集聚水平和完善区域创新环境来提升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力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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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Dual Impacts of High-tech Industry Agglomeration on Synergy Innovation of IUR：Empirical Evidence Based on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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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synergy innovation of IUR, estimates the level of synergy innovation of IUR of China's 31 provinces(not containing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between 2005 and 2015, and empirically test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of high- tech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Synergy Innovation of IUR. The results shows: Firstly, the overall level of synergy innovation of IUR is extremely low and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Secondly, there is an inverted "U" type 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igh-tech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nd the level of synergy innovation of IUR, and with the rising of industry agglomeration degree, the influential effect changes from “synergistic” to "crowding-in”. Thirdly, the externality of high tech industry agglomeration will change the location choice of FDI, and then bring indirect impact on the level of synergy innovation of IUR; the indirect influence of high-tech industry agglomeration through technological market is not significant; no matter whether there is high technology industry agglomeration, the level of human capital and infrastructure promotes the level of synergy innovation of IUR. Finally, we figure out that by promoting linkage mechanism among subjects of synergy innovation of IUR，moderately controlling the level of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nd perfecting the region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environment, the capacity of synergy innovation of IUR can be further enh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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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研究概述
迈克尔·波特把国家竞争优势的发展分成4个阶段：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创新驱动是继要素驱动、投资驱动之后经济发展的更高阶段。在该阶段，国家竞争优势将从依赖自然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和大规模资本投资转向主要依靠技术创新。主要发达国家在创新驱动阶段的共同特征是研发投入强度长期维持在3%～4%的水平。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新常态，经济增长的动能逐渐从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2016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R&D经费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已经连续3年突破2%1），与发达国家平均2.5%投入强度的差距不断缩小。从整体上看，中国在研发投入、科技论文发表和专利申请授权上已跃居世界前列，但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核心创新能力依然不强(2016年由康奈尔大学等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在128个国家中位居第25位)，R&D边际化现象突出，高效运转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仍未形成[1]。

高技术产业以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为主要特点，以技术创新为重要标志，是推动区域发展、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助推器[2]。产业集聚是高技术产业参与区域分工获得竞争优势的主要模式，产学研协同创新则是高技术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机制[3]。在建设创新型国家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发挥高技术产业的作用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面临的突出问题。那么，中国各地区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力究竟如何？高技术产业集聚将如何影响产学研协同创新？如何更好地发展高技术产业来促进各地区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力的提升？上述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利于科学分析各地区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力，还能为各地区如何通过高技术产业集群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提供一定的现实思考。
 企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是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中的直接主体，政府、金融机构等对直接主体予以支持，是间接主体[4]。协同创新通过资源共享、协作互动形成高效的创新系统，并产生 1+1+1>3 的协同创新效应。
    协同创新效应的发挥不仅取决于各主体之间的相互协作，还取决于体制机制和外部环境。创新主体影响因素主要有产学研主体的合作动机、合作能力以及合作行为，产学研各方动机纯度、强度的不同组合会产生不同的效果[5]。体制机制和外部环境方面，Abramovsky等[6]从地理接近的角度探讨了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因素，认为在工业集聚地区，科技创新公司更倾向于与大学、研究机构进行合作；肖丁丁等[7]从外部技术依存和政府资助角度论述了产学研协同创新影响因素；何海燕等[8]发现“政策法规的支持程度”“知识产权保护和科技成果转化”“多赢的合作利益分配机制”等体制机制对产学研协同创新有显著影响；白俊红等[9]认为政府R&D补贴促进了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发展，但这种促进存在单一门槛；杨秋月[10]探讨了区域创新环境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影响。产学研相互关联方面，三螺旋理论认为，各主体的相互作用是协同创新的关键，其相互作用形成了高效的创新网络[11]，创新网络的形成对产学研之间的技术扩散具有显著正效应[12]。以上研究从多角度厘清了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并为本文奠定了理论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文献存在如下特点：一是关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理论研究已相当丰富，但实证研究却相对滞后，在对协同创新绩效评价上，大多数研究将其视作一个投入产出的“黑箱”，无法体现协同创新的内涵和机理，还忽略了协同创新的整体性及主体之间的联系，此外，多数研究未考虑协同创新的动态性和滞后性特征；二是从产业集聚对协同创新影响的研究来看，已有文献较多关注产业集聚对协同创新的直接影响，实际上，产业集聚对协同创新不仅存在直接影响，还会通过影响外商直接投资（FDI）、人力资本、基础设施、技术市场等对其产生间接影响。

有鉴于此，本文主要从以下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丰富：一是基于复合系统理论，从企业、高等学校、研究机构三方面选取有代表性的序参量，构建产学研复合协同度指标；二是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归纳出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直接和间接效应的影响路径，并进行实证检验；最后从产业集聚视角探究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优化路径。 
2  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产业集聚是某产业在某区域内的高度集中，并伴随着生产要素的流动往该区域不断汇聚[13]。其主要特征为：数量众多的企业在空间上聚集；形成分工明确、交流融合的创新网络；高水平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集中分布；完善的支撑服务体系；持续创新的动力源；完善的技术市场环境等[14]。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是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基础，而各方优势只有在适宜的空间范围内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5]。产业集聚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直接效应包括协同效应和挤占效应[15]。协同效应主要体现在知识溢出、地理邻近和创新网络等方面；挤占效应则体现在同质化竞争、利益冲突以及“搭便车”等方面[16]117。 

（1）协同效应。集聚形成的知识溢出，不仅能降低创新活动中的不确定性，还能加快知识各主体之间的流动以弥补其知识存量的不足(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知识具有一定的同质性，是专业理论知识；企业拥有的更多是实用技术知识)，发挥集群整体的协同创新效应 [17]。产学研协同创新作为一种技术创新模式，涉及的主要交易成本包括：沟通成本、谈判成本、履约成本、风险成本，产业的地理邻近有利于节约交易成本和费用[18]。此外，由于空间距离影响产学研主体之间的物资和信息互通，技术势能的强度随距离的增大逐渐衰减，地理邻近加快了技术扩散[19]。产业集聚加强了产学研主体之间的信息共享和沟通，形成了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创新网络关系，这些网络关系将最终延伸到产学研主体的创新行为上来。陈鹏[20]认为产业集群形成的创新网络构成了社会资本的一部分，并通过信息知识传输、成本节约、创新资源配置等方面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
（2）挤占效应。产业集聚中，同质企业的增多使得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加剧，这不仅浪费了大量资源，还削弱了集群整体竞争力[21]；此外，同质化还分散了相对有限的创新资源，导致同类主体相互排挤，产学研合作变得十分困难[16]118。随着产业集聚规模的不断扩大，周边资源、生产要素等大量集中，集聚区内的资源相对稀缺，导致要素价格上升，直接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和研发成本[15]；当要素集聚程度开始超越环境承载力时，集聚的外部性便由正值变为负值，产业集聚走向衰退，集聚区内产学研各主体的矛盾激发[22]，利益冲突的管理协调难度加大。此外，由于技术或知识溢出的公共性，往往存在“搭便车”的现象，这使得集聚区内各主体都不愿意首先创新，彼此博弈的纳什均衡将是“等待创新”困局[23]。
除直接影响外，产业集聚还通过改变FDI区位选择、促使基础设施集中、加速人力资本积累、形成技术标准等对产学研协同创新产生了间接影响。

（1）外商直接投资。产业集聚影响FDI的区位选择，集聚正外部性是FDI决策的重要依据[24]。FDI对于区域协同创新的技术外溢效应主要有竞争效应、示范和模仿效应[25]；此外，较高的FDI对应较高的对外开放水平，产学研创新主体可以相对容易获得国外的知识和技术溢出，同时，由于需要面对国外创新主体的竞争压力，本土创新主体协作创新的意愿也更强，从而促进了协同创新程度的提高[9]。
（2）基础设施。集聚引发的人才、资源等要素在空间范围内的流动必然带动对区域基础设施的巨大需求，要素的集中引发基础设施的相对集中，基础设施的相对集中又会改善该地区的创新环境，进而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26]。

（3）人力资本。毛军[27]认为，产业集聚有利于区域专业化人力资本的竞争与积累，激发和带动产学研各主体人力资本的形成与提升。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不仅扩大了产学研各主体的知识存量，降低了技术创新的相对风险和不确定性，还加速了知识、技术在产学研各主体之间的相互流动。

（4）技术市场。产业集聚形成了稳定技术联系的网络体系，技术标准随即形成[28]；技术标准的形成促进了技术市场的不断完善，也带动了技术中介机构的发展，进而促进了区域产学研创新成果的高效转化。
基于上文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H1：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产学研协同创新之间存在非线性直接关系，且存在特定的拐点。

H2：高技术产业集聚通过外商直接投资、信息基础设施、人力资本、技术市场等对产学研协同创新产生了间接影响。

3  计量模型和变量
3.1  计量模型与估计方法

根据假设H1，考虑到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滞后性和非线性特征，加入被解释变量滞后项和产业集聚二次项，构建了增加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直接效应模型：           

synit=α0+α1 synit-1+α2lnlqit+α3l(lnlqit)2+ψi Xit+εit                              (1)

其中：synit为产学研协同创新水平；synit-1为其滞后项；lnlqit为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Xit为其他解释变量，主要包括经济开放度、信息基础设施水平、技术市场完善度、人力资本存量；ψi 分别为其他解释变量的系数；εit为随机扰动项。
根据假设H2，本文还构造了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其他解释变量的交互项，以度量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间接效应，模型为：
      synit=β0+β1 synit-1+δilnlqit×Xit+μt                                          (2)
引入被解释变量滞后项后，OLS的结果有偏且不再有效。在具体分析的过程中，Arellano等[29]、Blundell等[30]提出的系统GMM方法与Arellano等[31]提出的一步差分GMM相比，其充分利用了更多水平方程的信息，显著降低了小样本下的偏误，估计结果更准确。利用两步系统GMM方法对模型的参数进行估计，可以有效解决模型中的内生性和自相关问题。
3.2  变量选取
3.2.1  高技术产业集聚度的测算
衡量产业集聚程度的指标主要有：行业集中度(CRn)、赫希曼-赫芬达尔指数(HHI)、区位熵(LQ)、哈莱-克依(HK指数)、空间基尼系数(Gini)及Ellision-Glaeser集聚指数(EG)等。基于研究需要和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以医药制造业为代表，采用区位熵(LQ)来度量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
3.2.2  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测算

利用孟庆松等[32]提出的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假定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复合系统为s={s1,s2,s3}，其中3个子系统分别为企业、高等学校、研究机构，各子系统内部又包括若干个要素，定义ej={ej1,ej2,ej3}为子系统j的序参量集合；为避免某些元素过大或者过小的情况，对序参量eji进行适当调整，上下限参照刘志迎等[33]的研究，取各指标标准化后数据最大值、最小值的110%，测算式如下：
      
uj(ej)=                                                       （3）
而各个子系统的有序度可以通过对uj(eji)的集成来表示，采用线性集成方法来确定：
uj(ej)=∑λjn(eij)        λj>0，∑λj=1                    (4)
其中：uj(ej)为序参量ej的系统有序度；系数λj为eji在维持系统有序度方面所占的比重。采用CRITIC法确定各二级指标的权重：aj=σj∑(1-rij)，ρj=aj∑(1-rij)，其中：ρj为第j指标对系统的影响程度；σj为第j指标的标准差；rij为第i指标和第j指标的相关系数。ρj值越大，则第j指标对系统的影响程度越大。基期t0时，企业、高校、研发机构子系统有序度分别为u01(e1)、u02(e2)、u03(e3)；t1期时，各子系统有序度为u11(e1)、u12(e2)、u13(e3)。则t1期复合系统的协同度表示如（5）式，θ参照杜弼云等[34]的研究：
syn=θ×(П| u1j(ej)-u0j(ej)|)1/3                                                   (5)
其中syn为复合系统的协同度，其值越大，代表复合系统的协同度越高。对于序参量的选取，主要借鉴白俊红等[9]的做法，各子系统二级指标选取及其权重如表1所示。

表1 区域企业-高等学校-研究机构各子系统序参量赋权
	子系统
	序参量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

	企业子系统
	R&D创新投入
	R&D人员全时当量
	万元
	0.191 

	
	
	R&D经费内部支出
	人·时/年
	0.225 

	
	R&D创新产出
	新产品销售收入
	万元
	0.334 

	
	
	专利申请数
	件
	0.251 

	高等学校子系统
	R&D课题投入
	R&D课题人员投入
	人
	0.151 

	
	
	R&D课题经费投入
	万元
	0.217 

	
	人才培养投入
	招生人数
	人
	0.144 

	
	
	教职工人数
	人
	0.195 

	
	人才培养产出
	毕业生人数
	人
	0.112 

	
	R&D课题产出
	R&D课题数
	个
	0.181 

	研究机构子系统
	R&D课题投入
	R&D课题人员投入
	人
	0.280 

	
	
	R&D课题经费投入
	万元
	0.331 

	
	R&D课题产出
	R&D课题数
	个
	0.389 


3.2.3  其他解释变量的选取

（1）外商直接投资(fdi)：以外商投资企业平均投资额衡量，并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平减。
（2）信息基础设施(inv)：以每平方千米长途光缆线路长度衡量。
（3）技术市场化程度(lnmedi)：以技术市场成交合同数衡量，并做对数处理。
（4）人力资本存量(hum)：以各省份抽样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公式为：
 humit=∑HnPin
其中：Hn为第n种受教育程度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未上过小学、小学、初中、高中、大专以上依次设为0年、6年、9年、12年、16年(未区分大专以上)；Pin为第i地区第n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比例。
3.3  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高等学校科技活动统计资料汇编》、各地区统计年鉴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以规模以上工业为统计口径。各变量的基本统计信息如表2 所示。
表2  主要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名称
	计算方法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数/个

	syn
	产学研协同创新水平
	利用公式(3)—(5)得到，
以2004年为基期
	0.039
	0.056
	-0.120 
	0.299 
	330

	lq
	产业集聚度
	以就业人员平均数测算的区位熵
	1.344 
	0.854
	0.260
	5.535 
	330

	fdi
	经济开放度
	外商投资企业平均投资额
	351.300 
	391.500 
	1.674 
	1 785.000 
	330

	inv
	信息化水平
	每平方千米长途光缆线路长度
	0.167 
	0.122 
	0.018 
	0.811 
	330

	hum
	人力资本存量
	抽样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8.684 
	0.985 
	6.378 
	12.340 
	330

	medi
	技术市场化程度
	技术市场成交合同数
	8 441 
	12 000 
	36 
	72 000 
	330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产学研协同度的测算结果分析
产学研协同创新水平直接反映了企业、高等学校、研究机构三大子系统的协同度。根据公式(3)—(5)，以2004年作为基期，采用均值-标准差法进行标准化。为便于比较，参照朱平芳等[35]的研究，对R&D经费投入按R&D指数进行平减。
2005—2015年，全国产学研协同创新协同度均值为0.039，各地区产学研协同创新仍然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力整体较弱，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此外，产学研协同创新发展的地区差异巨大，产学研协同创新水平较高的区域有：北京、上海、江苏、山东、广东，其中江苏省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水平最高，北京次之，属于传统的创新先行地区；协同创新水平较低的区域有：内蒙古、海南、江西、贵州、青海、宁夏，属于典型的协同创新发展滞后的地区，可能是由于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单一、过于依赖自然资源等原因导致这些区域至少有一个子系统长期处于无序状态，协同效应难以体现。

4.2  变量平稳性检验

为避免“伪回归”问题，需要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LLC、ADF-Fisher、ADF-PP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3所示，本文所使用的变量均为平稳序列。
表3  主要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形式

(c, t, p)
	LLC 
	ADF-Fisher
	PP-Fisher
	结论

	syn
	(c,t,1)
	-15.027 50***
	115.828 0***
	145.323 0***
	平稳

	lnlq
	(c,n,1)
	-12.490 20***
	210.591 0***
	320.663 0***
	平稳

	lnmedi
	(c,t,1)
	-18.937 20***
	98.714 4***
	89.212 0***
	平稳

	lnfdi
	(c,t,1)
	-6.4253 50***
	91.338 9***
	203.580 0***
	平稳

	inv
	(c,t,1)
	-10.767 90***
	102.599 0***
	85.409 3**
	平稳

	hum
	(c,t,1)
	-9.529 46***
	98.540 7***
	102.398 0***
	平稳


注：1）检验形式(c ,t, p)中c为常数项，t为时间趋势项，n为不包括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p为根据AIC准则确定的滞后阶数；2）*、**、***分别表示检验的P值分别小于0.1、0.05、0.01

4.3  回归估计结果

以公式(1) (2)设定的计量模型为基础，利用Stata 11.0完成参数的估计。考虑到引入被解释变量一阶滞后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使用两步系统广义矩(GMM)估计方法，并给出差分广义矩(GMM)估计的结果作为参照，见表4所示。
表4  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产学研协同度GMM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系统GMM
	差分GMM
	系统GMM
	差分GMM

	
	
	
	
	

	Lsyn
	0.743 000***
	0.446 000***
	0.486 000 ***
	0.529 000***

	
	(99.99)
	(48.43)
	(21.39)
	(50.74)

	lnlq
	-0.001 280**
	-0.003 670***
	
	

	
	(-2.50)
	(-5.06)
	
	

	(lnlq)2
	-0.002 880***
	-0.001 870***
	
	

	
	(-7.65)
	(-4.71)
	
	

	lnfdi
	0.000 214
	-0.000 748
	
	

	
	(0.54)
	(-0.36)
	
	

	hum
	0.003 600***
	0.041 800***
	

	
	(4.56)
	(16.52)
	
	

	inv
	0.023 500***
	0.021 800
	
	

	
	(4.12)
	(0.85)
	
	

	lnmedi
	0.005 750***
	0.007 080***
	
	

	
	(6.55)
	(4.49)
	
	

	lnlq×lnfdi
	
	
	0.000 817***
	0.000 414

	
	
	
	(3.38)
	(0.49)

	lnlq×hum
	
	
	0.000 445*
	-0.002 500**

	
	
	
	(1.84)
	(-2.46)

	lnlq×inv
	
	
	0.031 000***
	-0.037 600***

	
	
	
	(4.29)
	(-5.33)

	lnlq×lnmedi
	
	
	-0.000 074 7
	0.004 850 0***

	
	
	
	(-0.32)
	-4.81

	cons
	-0.066 700***
	-0.469 000***
	0.018 500***
	0.051 700***

	
	(-10.45)
	(-11.98)
	(18.09)
	(13.04)

	IV
	62
	53
	60
	51

	Sargan
	22.77 (0.999 9)
	24.03 (0.995 6)
	27.24(0.999 1)
	25.13(0.992 8)

	Wald
	236 8.67***
	244 6.58***
	824 4.80***
	182 32.19***

	AR(1)
	0.045 8
	0.046 2
	0.029 0
	0.028 1

	AR(2)
	0.645 1
	0.711 3
	0.815 6
	0.814 5

	Obs
	300
	270
	300
	270


注：1)*、**、***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的统计显著性；2）括号中报告的是t统计量；3）Sargan检验报告差分GMM、系统GMM过度识别检验的P值；4）AR(1)、AR(2)分别表示一阶、二阶差分残差序列的Arellano-Bond自相关检验P值，L表示相应变量的滞后项，IV为工具变量数目，Obs为观测值数目
表4中Wald检验的P值显著远远小于1%，模型整体显著；滞后项的系数分别为0.743、0.446、0.486，0.529，均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设定是合理的；系统GMM和差分GMM的过度识别Sargan检验的P值远远大于0.05，无法拒绝不存在过度识别的原假设；残差序列AR检验中，AR(1)检验的P值显著小于0.05，AR(2)检验的P值远远大于0.05，残差序列不存在二阶以上自相关，仅存在一阶自相关，工具变量的选择是合理的，模型的识别是有效的。
4.3.1  直接效应分析

系统GMM估计结果反映了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产学研协同创新影响的动态性特征。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显著为正，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即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影响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H1被印证；这与杨皎平[16]129及黄训江[2]的研究结论相一致。随着产业集聚度的不断提高，产学研协同创新水平先上升后下降：集聚初期，协同效应占据主导地位；随着集聚程度的不断提高，集聚产生的知识、技术溢出具有正的外部性，降低了各主体的创新风险和不确定性，各产学研主体的知识、技术、人员流动加强，技术和知识扩散加快，基于地理邻近带来的交易成本、费用的节约将进一步促进各主体形成非正式、稳定的合作关系；协同创新网络初步形成，各主体的协同创新意愿和行为就会受到激发，产学研之间形成了一种稳定有序的结构；产业集聚过度并超越环境、资源承载力时，挤占效应占主导。从产业发展的生命周期来分析，产业集聚也存在生命周期现象，当产业集聚失去了产业竞争优势后，就会发生产业的衰退[36]，此时，随着产业集聚程度的不断扩大，集群中同类企业数量急剧膨胀，同质化引发的恶性竞争使得企业之间相互争夺资源，产学研之间的合作变得极为困难；集聚中心区域的要素相对稀缺，要素价格迅速上升，技术创新的成本激增，各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也加剧，此外集聚产生的知识、技术溢出负外部性凸显，逐步走向“等待创新”困局。
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系数为正，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不断提高对区域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结论与白俊红等[9]的研究结论相似；可能是目前中国中西部地区吸纳的外商投资较少，全国范围内外商投资对区域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20多年来中国开放和发展技术市场的历史进程，也是在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指引下，以多种形式的国际技术合作与交流，逐步与国际先进技术市场接轨，日益广泛地利用现有科技资源，开发国际市场的过程。当前，中国技术市场还相对封闭，技术成果的国际认可比例较低，进一步加强国家技术合作，引进外资注入技术市场对于提升中国产学研协同创新具有重要作用。
地区人力资本积累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影响为正，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人力资本的积累对区域产学研协同创新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人力资本的积累形成了区域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知识环境，其积累越快，区域的知识流动和知识溢出越多。人力资本积累是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知识基础和必要条件。创新驱动根本要靠人才。从总量上看，中国目前研发人员庞大，但是高精尖的研发人员缺口仍然很大。造成中国高技术专业创新人才不足的症结在于：一是社会分配结构错配，影响了人才就业、择业的流向，同时也影响了科学精神和个体科研道路选择；二是应用型科学技术的研发具有明显的企业驱动特点，基础科学研究则主要靠高校和科研机构，两者资金及来源的不平衡导致了技术进步收益差异；三是“金本位”思想比“官本位”思想的危害更加深远[37]。
信息基础设施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影响系数均为正，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信息基础设施是区域开展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基础和必要条件，产学研协同创新需要完善的信息基础设施环境，信息基础设施的改善为产学研各主体合作和沟通提供了基础保障。信息化时代，互联网在改造传统产业，培育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升级、迈向中高端水平等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新常态下，中国提出了“互联网+”战略，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不断升温，我国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必然提速；各级地方政府相继推进大数据和智慧城市建设，促进大数据和智慧城市产业的落地，智慧政务、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能电网等行业对利用云计算、大数据先进技术的产品和服务需求不断高涨，对信息基础设施的巨大需求将推动技术市场信息共享、协同创新。

技术市场的不断完善显著促进了产学研协同创新。产学研协同创新不仅需要产学研各创新主体协同，还需要金融、政府及其他中介机构的作用，技术市场完善与否是中介机构对产学研协同创新支持的间接体现，这些中介机构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支持提升了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转化效率。当前中国技术市场还存在一系列不完善的因素：一是虽然中国已经形成了以《专利法》为核心的专利成果保护制度，但公共财政收入产生的创新成果缺乏明确的产权和监督机制，科研人员很难分享到技术成果收益；二是市场信用是技术交易有序化的基本保证，技术交易的高风险性和长周期性使得信用在技术交易中显得尤为重要，技术市场信用体系不健全导致中国技术合同普遍存在履约率低问题；三是中国技术中介机构发展水平很不平衡，且存在职能交叉、结构不合理等诸多问题，缺乏从事技术评价、代理、融资及市场调查等方面专业机构。

4.3.2  间接效应分析

分析发现，在高技术产业集聚下，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信息基础设施、技术市场等对产学研协同创新产生了显著的间接影响，H2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证实。

高技术产业集聚与经济开放度的交互项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影响系数为正，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在高技术产业集聚下，外商直接投资对产学研协同创新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比直接效应的结果发现在高技术产业集聚下，随着外资企业不断进入，经济开放度不断增强，这对区域产学研协同创新产生了正面的影响：产业集聚通过影响外商企业区位选择，进而影响集聚区内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和经济开放度，最终对产学研协同创新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高技术产业集聚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影响为正，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对比直接效应的结果，影响系数未发生显著变化。无论是否存在高技术产业集聚，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对产学研协同创新均产生积极的影响：人力资本存量是人才、知识资本流动的基础，高技术产业集聚产生了对人才、知识的巨大需求，加速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流动，人力资本流动促进了产学研协同创新。
高技术产业集聚与信息基础设施的交互项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影响为正，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对比直接效应的结果，无论是否存在高技术产业集聚，信息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均显著促进了区域产学研协同创新水平。在高技术产业集聚下，高技术产业集聚引发了对区域信息基础设施的巨大需求，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为提升高技术产业集聚的竞争力、知识溢出等提供了方便，并对区域产学研协同创新水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高技术产业集聚与技术市场完善度的交互项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影响为负，结果不显著；对比直接效应的结果，影响系数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高技术产业集聚的情况下，技术市场的完善程度相对滞后，金融机构、政府等中介组织对区域产学研协同的支持力度存在不足，技术市场的成果转化效率相对较低，技术市场的滞后已经成为高技术产业集聚下产学研协同创新进一步提升的“瓶颈”。
5  结论及启示

高技术产业集聚不仅对区域产学研协同创新产生直接影响，还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基础设施、人力资本、技术市场等对产学研协同创新产生了间接影响，本文实证研究了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双重影响效应，得到结论如下：一是全国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整体水平较低，各地区的协同创新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二是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区域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影响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即随着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的不断提升，产学研协同创新先上升后下降，在集聚前期协同效应占主导地位，集聚后期挤占效应占主导地位。三是高技术产业集聚产生的外部性会改变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进而对产学研协同创新产生间接影响；高技术产业集聚通过技术市场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间接影响并不显著，技术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已经成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瓶颈”；无论是否存在高技术产业集聚，人力资本存量、信息基础设施水平等均对协同创新具有促进作用。
有鉴于此，在推进区域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建设过程中，得到如下启示：

(1) 产学研协同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协同效应的发挥不仅需要产学研子系统的自身作用，还需要产学研子系统的联动作用。全国各地区产学研整体协同创新水平较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少地区侧重产学研中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导致被忽视的子系统长期处于低水平发展的无序状态，创新资源未能有效整合和利用，产学研协同创新处于较低水平。
(2) 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产学研协同创新不仅存在协同效应，还存在挤占效应，两种效应的存在促成高技术产业集聚与产学研协同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集聚不足和过度集聚均不利于高技术产业在区域产学研协同创新中的促进作用，应当适度控制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使之与区域产学研协同创新水平相适应。

(3) 产学研协同创新还依赖于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信息基础设施、技术市场等区域协同创新环境，这些条件的改善将对区域产学研协同创新提供更为有效的保障。在高技术产业集聚的情况下，当前经济开放水平需要进一步增强，进一步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和加强中外技术、人员、知识等交流将能有效改善协同创新能力不足；此外，在高技术产业集聚下技术市场的发展相对滞后，金融等中介机构对地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支持力度需要进一步增强。

注：

1)数据来源于前瞻数据库：http://d.qianzhan.com/xnews/detail/541/170728-532dd7d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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